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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 6 月使用渔业底拖网采样, 对渤海大型水母进行了全面调查, 调查船舶为“中渔科

102”渔业科考船。本研究分析了渤海大型水母的种类组成、渔获密度与伞径大小, 并对其源地进行

了探讨。结果表明: 本次调查共采集到海月水母、沙海蜇、海蜇、多管水母四种大型水母, 其中海

蜇、多管水母数量较少, 各采集到一只。海月水母在渤海三湾均有分布, 各海区伞径大小无显著差异

且多为幼体(<10cm), 密度高值区出现在渤海湾东南侧海域, 可达 38—221.21ind./(net·h), 辽东湾海

月水母出现于湾南, 密度<5ind./(net·h), 湾北未见; 作者推测, 海月水母在渤海沿岸可能存在多个源

头, 诸如: 莱州湾与渤海湾交界近岸海域、河北近岸、辽东湾大连近岸以及北部近岸。沙海蜇在渤

海分布较广 , 辽东湾为密度高值区 , 均值为 (35.32±21.64)ind./(net·h), 但伞径较小 , 均值为

(12.15±6.52)cm; 与此相对, 渤海湾与莱州湾外侧海域沙海蜇密度虽小[<20ind./(net·h)], 但伞径要显

著大于辽东湾, 最大伞径均值可达(33.86±7.40)cm; 作者推测, 沙海蜇在渤海海域发源地主要集中于

辽东湾近岸, 渤海湾与莱州湾, 外海出现的沙海蜇可能源于辽东湾, 随海流运输至此。海月水母、沙

海蜇在渤海发生时间要晚于黄、东海。本研究结果可为深入分析渤海大型水母的种群动态变化、暴

发机理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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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0年以来, 全球很多海域中水母数量显著增

多(Arai, 2001; Purcell et al, 2001a, b; 丁峰元等, 2005), 

已给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带来了严重影

响。我国近海暴发的大型水母种类主要有沙海蜇

(Nemopilema nomurai)、霞水母(Cyanea spp.)、海月水

母(Aurelia spp.)、多管水母(Aequorea spp.)等(Dong et 

al, 2010; Zhang et al, 2012)。近二十年来, 针对近海暴

发的大型水母我国科学家在黄、东海开展了大量野外

调查工作 , 在其时空分布及物理驱动机制、种群动

态、水母旺发引发的渔业资源效应及生态效应等方面

的研究卓有成效(李建生等 , 2009; 王彦涛等 , 2012; 

Zhang et al, 2012; Sun et al, 2015; 左涛等, 2016a; 张

芳等, 2017)。 

我国渤海海域同样出现水母暴发现象, 莱州湾、

辽东湾作为我国传统意义上渔业生物重要的产卵、孵

育和索饵场所 , 大型灾害性水母暴发严重影响了该

海域海洋渔业资源与渔业生产(董婧等, 2013; 左涛等, 

2016b); 水母暴发在影响渔业资源的同时, 更是危及

到人类生命安全 , 浴场水母蜇伤事件的报道层出不

穷(董婧等, 2013; 郑向荣等, 2014b)。因此, 我国科学

家在渤海海域同样开展了大量水母自然生态学的研

究工作, 但这主要以辽东湾大型水母调查研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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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对辽东湾大型水

母的种群变动开展了长期监测 , 对该海域不同年份

各阶段大型水母的基础生物学信息有了清楚的了解, 

并结合室内生态学实验, 在大型水母生活史、繁殖生

物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Dong et al, 2006, 

2008; 王彬等, 2010, 2012; 董婧等, 2012, 2013; 孙明

等, 2013)。郑向荣等(2014a, b)、左涛等(2016b)分别对

河北近海、莱州湾大型水母的分布特征进行过报道。

到目前为止 , 我国对于渤海海域大型灾害水母的监

测结果较为分散, 具有明显区域性, 缺少同步、整体

性地调查 , 限制了大型水母在渤海种群动态的整体

性分析, 同时制约了渤海、黄东海大型水母自然生活

史的关联性探讨 , 从而阻碍了对我国近海大型水母

自然生活史的整体性理解。 

本研究于 2018 年 6 月上旬, 在渤海海域进行了

较大范围的定点调查, 调查船舶为“中渔科 102”渔业

资源调查船, 记录了渤海内大型水母种类组成、渔获

密度及伞径大小分布。通过本研究, 以期达到如下目

的: (1) 系统性了解 6 月份整个渤海海域大型水母的

分布格局 , 并探讨渤海各海域水母之间潜在的连通

性, 推测渤海海域大型水母可能存在的暴发源头; (2) 

结合前人研究结果 , 对渤海与黄东海大型水母进行

了对比, 探讨渤海与黄东海大型水母生长的差异。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海域及站位设置 

本研究于 2018 年 6 月上旬, 在渤海海域进行了

大型水母种群特征调查 , 科考船舶为水科院黄海水

产研究所“中渔科 102”号。调查站位按 0.5°×0.5°设定, 

计划调查站位 60 个, 因部分站位所在海域水较浅或

存在渔业养殖区, 因此实际调查站位为 47 个, 且实

际走航站位与理论设定的 0.5°×0.5°有所不同, 详如

图 1所示, 拖网时间均为白天。为对比渤海不同海域

水母生物学信息是否具有差异 , 将整个渤海海域划

分为渤海中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四部分海域, 

详见图 1。 

1.2  样品采集 

水母样品采用渔业资源调查底拖网(网目: 200mm× 

440 目, 囊网网目: 2mm×287 目, 网口周长: 46.6m, 网

长: 51.7m)采集, 各站位拖网时间控制在 0.5—1h, 部

分站位受恶劣天气、底泥等因素影响拖网时间略短, 

拖速控制在 3kn左右。各站位起网后将所有出现的水

母进行收集, 在船载实验室中测定记录水母种类、个 

 

图 1  水母调查站位图 
Fig.1  Sampling stations in the Bohai Sea 

 
数, 并分别测量各类水母伞径(cm)。海区中大型水母

的渔获量用渔获密度[CPUE, 单位: ind./(net·h)]表示, 

即每小时每网大型水母的渔获数量。停船时使用船载

CTD测量所在站位表、底层温度、盐度。 

1.3  数据统计 

本研究数据统计、处理所使用软件为 Surfer12、

SPSS Statistics19。本文使用 Surfer12进行调查站位图、

环境参数分布图以及水母伞径与密度分布图的绘制; 

分别使用 SPSS Statistics19中 KolmogorovSmirnov检验

和 Levene检验进行渤海各海域(辽东湾、渤海中部、

渤海湾、莱州湾)温盐数据组内正态分布检验和组间

方差齐性检验, 然后利用 One-Way ANOVA分析各海

域温盐的差异显著性; 使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检验

温盐与水母密度之间所存在的相关关系 ; 使用非参

数 Kruskal-Wallis检验用来对比渤海各海域(辽东湾、

渤海中部、渤海湾、莱州湾)水母伞径大小是否具有

显著差异性。P<0.05表征具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调查海域温、盐分布特征 

图 2展示了 2018年 6月渤海海域表、底层温度、

盐度分布特征。结果显示, 渤海各海域表温无明显差

异(F=2.780, P=0.052), 均值为(19.5±1.4)°C, 最高温

度 22.0°C (站位 : 39.16°N, 120.27°E), 最低温度

16.2°C (站位: 39.08°N, 120.94°E); 渤海各海域底层

温度变化较大, 10—20°C均有分布, 莱州湾底层温度

要显著高于其他海域(F=4.438, P=0.008)。渤海各海域

表、底层盐度变化较大, 最大差值可达 3.2; 莱州湾

表、底层盐度均要显著低于其他海域(表层: F=1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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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调查海域表、底层温度与盐度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temperatures (°C) and salinity at the sea surface and bottom  

 

P<0.001; 底层: F=48.842, P<0.001), 黄河入海口附

近海域形成盐度低值区。 

2.2  水母种类与密度 

本航次共发现四种大型水母 : 海月水母 (Aurelia 

coerulea); 沙海蜇(Nemopilema nomurai)、海蜇(Rhopilema 

esculentum); 多管水母(Aequorea sp.)。 

本次调查共有 9个站位出现海月水母, 19个站位

出现沙海蜇, 分别占调查站位的 19%、40% (图 3a, 

3b)。海月水母密度最大为 221.21ind./(net·h), 出现在

站位(38.34°N, 118.86°E), 其次为 38ind./(net·h), 出现

在站位(38.30°N, 119.06°E), 其余海月水母出现站位

密度在 1—5ind./(net·h); 渤海海域 6 月份海月水母密

度地理分布特征为 : 高密度区域集中于渤海湾外部

海域, 莱州湾、辽东湾海域海月水母密度较小, 辽东

湾北部、渤海湾内部、渤海中东部海域未见海月水母

出现(图 3a)。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温度、盐

度对海月水母密度影响不显著(P>0.05)。 

沙海蜇密度最大为 75.6ind./(net·h), 出现在站位

(39.73°N, 121.15°E); 辽东湾海域沙海蜇出现站位密

度均值为(35.32±21.64)ind./(net·h); 渤海湾外侧、渤海

中部海域沙海蜇出现站位密度均值为(3.68±3.34)ind./ 

(net·h); 在渤海海域沙海蜇高密度分布区域为莱州

湾、渤海湾外侧海域以及辽东湾海域(图 3b)。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 除表层盐度对沙海蜇密度具

有显著影响外(P<0.05), 温度与底层盐度均对沙海蜇

密度影响不显著(P>0.05)。 

海蜇在测区仅在一个站位出现(39.73°N, 120.24°E), 

且密度较低[1—2ind./(net·h)]; 多管水母同样只有一

个站位出现 , 密度在 [1—2ind./(net·h)], 位于站位

(39.51°N, 120.95°E) (图 3c, 3d)。 

2.3  伞径大小分布 

2018 年 6 月渤海海域海月水母伞径均值最大为

8.3cm, 出现在站位(38.34°N, 118.86°E); 均值最小为

1.8cm, 出现在站位(38.34°N, 119.02°E)(图 4a); 辽东

湾南部海月水母平均伞径(7.00±1.00)cm, 渤海中部

均值为(6.03±2.99)cm, 渤海湾均值为(4.95±2.57)cm, 

莱州湾(5.33±0.58)cm (图 5a), 非参 Kruskal-Wallis检

验结果显示 , 渤海各海区海月水母伞径大小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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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年 6月渤海海域大型水母渔获密度[ind./(net·h)]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s of densities [ind./(net·h)] of Aurelia coerulea (a), Nemopilema nomurai (b),  

Rhopilema es culentum (c) and Aequorea sp. (d) in the Bohai Sea in June 2018 
注: 圆圈表示站位平均值 

 

图 4  2018年 6月渤海海域各站位海月水母(a)与沙海蜇(b)平均伞径大小(cm)分布图 
Fig.4  Distributions of mean diameters (cm) of Aurelia coerulea (a), Nemopilema nomurai (b) in the Bohai Sea in June 2018 

注: 圆圈表示站位平均值 

 

差异(H=2.453, df=3, P=0.484>0.05)。总体来讲, 6月份

渤海海域海月水母伞径较小, 大部分个体在 10cm 以

下, 各海区伞径大小无显著差异。 

2018 年 6 月份渤海海域沙海蜇伞径均值最大为

39cm, 出现在站位(38.34°N, 118.86°E); 均值最小为

4.9—5cm, 出现在辽东湾西侧、秦皇岛外侧海域(图

4b); 辽东湾沙海蜇平均伞径(12.15±6.52)cm, 渤海中

部均值为 (17.45±9.20)cm, 渤海湾均值为 (33.86± 

7.40)cm, 莱州湾 (27.67±16.50)cm (图 5b), 非参

Kruskal-Wallis 检验结果显示渤海湾、莱州湾外侧交 



1期 王朋鹏等: 2018年 6月渤海大型水母分布特征 89 

 

 

图 5  海月水母(a)与沙海蜇(b)在渤海各海域(渤海湾、莱州湾、辽东湾、渤海中部)伞径频度分布图 
Fig.5  Frequencies of Aurelia coerulea (a), Nemopilema nomurai (b) in the central part of Bohai Sea, Laizhou Bay, Bohai Bay and 

Liaodong Bay, in June 2018, respectively  
 

界海域沙海蜇伞径要显著大于辽东湾海域(H=27.5, 

df=3, P<0.001)。总体来讲, 6月份渤海海域沙海蜇伞

径分布极不均匀, 具体呈现为渤海湾、莱州湾外侧交

界海域沙海蜇伞径要显著大于辽东湾海域 , 且在秦

皇岛外侧海域(39.63°—39.73°N, 120.03°—120.23°E)

发现沙海蜇个体伞径在 1—3cm之间。 

3  讨论 

3.1  渤海大型水母分布及源地探讨 

3.1.1  海月水母    6 月份渤海海月水母在三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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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均有分布, 渤海湾东南部为海月水母密度高值区, 

可达 38—221.21ind./(net·h), 其他站位密度较低, 多

在 5ind./(net·h)以下(图 3a)。虽然 Pearson相关性分析

显示温度均对海月水母密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 但渤

海湾东南部海域底层温度要显著高于其他海域 (图

2b), Wang 等(2015b)指出海月水母水螅体在 8—17°C

均能产生横裂生殖, 但 13°C 是其最适横裂温度; 董

婧等(2013)指出海月水母水螅体在 15—20°C 横裂生

殖产生的碟状体比例最高。调查时发现, 辽东湾海域

多数站位底层温度在 13°C 以下, 而莱州湾、渤海湾

交界海域底层温度均在 15°C 以上, 这可能导致此处

海月水母水螅体横裂发生时间要早于其他源地 , 因

此呈现出密度高值区。此外, 此部分海域盐度要显著

低于其他海域, 最大差值可达 3以上(图 2c, 2d)。但众

多研究表明, 海月水母是一种广盐性生物, 具有很强盐

度适应性(董婧等, 2013), 因此, 在本研究中 Pearson相

关性分析显示盐度对海月水母分布不具有显著影响。 

各海域海月水母伞径均值较小, 多为 10cm 以下

的水母幼体(图 4a), 但海月水母在野外海域伞径最大

可达 30cm 以上, 这表明 6 月上旬海月水母在渤海处

于发生初期阶段。渤海湾东南部海域海月水母伞径多

集中于 4.95—6.03cm, 最大可达 12cm, 最小值为

1.5cm (图 4a, 5a), 据此推测, 此处出现的海月水母应

为土著种 , 莱州湾与渤海湾交界海域可能是渤海海

月水母种群发源地之一。渤海湾内部测区未见海月水

母 , 东侧河北沿岸海域有两个站位出现 , 密度为

2—4.8ind./(net·h) (图 3a),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出现的

海月水母伞径仅有 1.5—3cm (图 4a, 5a), 作者推测, 

附近海域同样可能为渤海海月水母种群源头之一。 

本次调查发现, 辽东湾海月水母仅出现于湾南, 

在秦皇岛外海与大连外海两个站位有所显现 , 密度

在 1.5—2ind./(net·h), 且均为海月水母幼体(伞径均值

为 7cm±1cm; 图 4a, 5a), 在湾北测区未见海月水母

(图 3a), 这可能由于本研究未在湾北近海设置调查站

位所致。事实上, 这与辽宁水科院长期对辽东湾海月

水母观测结果类似, 2004—2011年调查中, 同样发现

海月水母主要分布于辽东湾湾南 , 湾北海域较少出

现(王彬等, 2012; 董婧等, 2013), 例如: 2010年海月

水母在湾南密度可达 533ind./(net·h), 而湾北仅有 1— 

15ind./(net·h) (王彬等 , 2012)。王彬等 (2012)于

2009—2011 年 6 月下旬调查时发现湾北海月水母有

增加的趋势, 这可能由于湾北温度要低于湾南, 因此

海月水母在湾北发生时间要晚于湾南, 推迟到 6月下

旬。作者认为辽东湾南部海月水母于 6月上旬开始出

现, 这与前人调查结果一致; 由于此次调查对辽东湾

站位调查时间集中于 6月中上旬, 此时海月水母在辽

东湾尚未大规模出现 , 因此所测密度要显著低于前

人调查结果。 

莱州湾内只有两个站位出现海月水母 , 密度在

1—4ind./(net·h) (图 3a), 伞径均值为 (5.33±0.58)cm 

(图 5a), 但据左涛等(2016b)的调查结果, 6 月份莱州

湾未发现有海月水母出现, 直到 7月份才有一个站位

出现海月水母, 而到 9、10月份海月水母会在个别站

位集中出现, 生物量最高可达 45454kg/km2, 这表明

不同年份该海域海月水母的发生时间、旺发时间会有

所不同。 

一方面海月水母水螅体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性, 

其最适盐度范围可在 17.5—37 (董婧等, 2013), 即使

在本研究中发现各海域盐度有所差异(30—34), 但这

并不影响水螅体生存与生殖; 另一方面, 各地人工设

施的建造, 如防波堤、海港、码头等, 为水螅体的附

着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地(Uye et al, 2004; Holst et al, 

2007), 因此 , 海月水母在渤海沿岸可能存在多个源

头, 诸如: 莱州湾与渤海湾交界近岸海域、河北近岸、

辽东湾大连近岸以及北部近岸 , 此处所提出的海月

水母源头是基于本研究所给出的推测 , 当然在渤海

其他近岸海域可能同样存在海月水母水螅体栖息地, 

这需要更加深入的调查才能清楚的了解渤海海月水

母的发生地。在 6月上旬温度适宜时, 渤海海月水母

水螅体逐渐横裂生殖释放碟状体。 

3.1.2  沙海蜇    6 月份沙海蜇在渤海分布范围较

广, 集中出现于两部分海域: 辽东湾、莱州湾和渤海

湾交界外侧海域 , 且辽东湾沙海蜇密度要显著高于

莱州湾与渤海湾外侧(图 3b), 但前者沙海蜇伞径要显

著大于后者(图 5b)。前人研究指出沙海蜇水螅体更适

合在低盐海水中生长(董婧等, 2013), Feng等(2016)同

样指出河口附近低盐海区可能成为沙海蜇发生源头, 

莱州湾和渤海湾交界外侧海域由于黄河淡水注入 , 

形成盐度低值区 ; 但本次调查并未在此近海发现沙

海蜇幼体的存在, 因此作者推测, 莱州湾和渤海湾交

界海域所出现的沙海蜇并非土著种。Pearson 相关性

分析表明 , 虽然表层盐度对沙海蜇密度具有显著影

响, 但温度与底层盐度均对其无显著影响, 作者认为

温盐条件并不能对沙海蜇的分布特征作出很好的解

释。但水母自主游动能力很弱, 其分布很大程度受到

风流、海流的影响。6 月调查时发现, 渤海湾伞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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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33.86±7.40)cm, 伞径最小也有 25cm, 莱州湾采

集到的沙海蜇伞径均值为 (27.67±16.50)cm, 渤海中

部出现的沙海蜇伞径均值也有(17.45±9.2)cm (图 5b), 

沙海蜇伞径要显著大于辽东湾, 渤海湾、莱州湾出现

的沙海蜇伞径最小分别为 25、14cm, 最大可达 46cm 

(图 5b)。春、夏季渤海中部存在较为明显的顺时针大

流环和逆时针小流环 , 辽东湾内部存在明显的逆时

针流环(Wei et al, 2001); 渤海湾湾口北部存在一支形

态清晰的沿岸南下入流 , 其在湾内仅到达南堡附近

便转向东南, 从湾口中部流出, 夏季在老黄河口外侧

流向发生转变 , 向北汇入渤海中部顺时针大流环

(Zhou et al, 2017)。作者推测在此环流作用下, 辽东湾

或者其他海域的沙海蜇进入到渤海湾、莱州湾湾口附

近海域, 由于此部分沙海蜇出现较早, 经过长时间漂

移伞径自然要大于辽东湾, 但整体密度并不高。 

本次调查发现, 沙海蜇在大连外海形成密度高值

区, 密度在 39—80ind./(net·h) (图 3b), 其伞径分布极不

均匀, 从 1.5cm 到 29cm 均有出现; 在辽东湾北部有两

个站位出现沙海蜇, 密度范围在 3—37ind./(net·h), 伞

径均值为 10—20cm, 最小个体为 8cm (图 4b)。王彬

等(2012)于 2009—2011 年对辽东湾北部海域调查时

发现, 5 月底未见沙海蜇, 海区中能采集到沙海蜇幼

体最早的时间为 6月上旬, 且在湾北近海双台子河口

有大量沙海蜇幼体聚集 , 形成数量高峰 (王彬等 , 

2013), 但本次调查发现, 6 月上旬湾南沙海蜇个体最

大可达 29cm, 这表明湾南沙海蜇发生时间要明显早

于湾北 , 这可能是由于温度差异导致水螅体横裂时

间的不同。可以看出, 虽然沙海蜇在辽东湾分布范围

较广, 但同时具有分布不均匀的特点。另外, 我们在

秦皇岛东侧海域同样采集到沙海蜇, 其密度为 7.5— 

26ind./(net·h) (图 3b), 该海域沙海蜇伞径均值不足

5cm(图 4b), 最小个体只有 1.5cm。作者推测, 秦皇岛

东侧海域出现的沙海蜇可能与辽东湾北部为不同的

两个群体, 同样在 6月上旬逐渐开始出现。 

郑向荣等(2014a, b) 2012 年 8—9 月对河北沿岸

调查时发现 , 该海区沙海蜇生物量要显著高于其他

水母, 且分布较广, 从秦皇岛浴场到渤海湾大部均有

分布, 滦河口附近生物量更是高达 15—75t/km2, 而

本次调查在渤海湾内只有一个站位采集到沙海蜇 , 

且密度只有 0.67ind./(net·h), 一方面可能由于本次调

查时间处于 6 月上旬, 沙海蜇处于发生初期, 因此尚

未形成如此高密度 , 另一方面沙海蜇分布可能具有

较大的年际差异性。沙海蜇在莱州湾内部并未采集到, 

只有湾外站位出现, 这与左涛等(2016b)在 2011 年调

查结果类似。 

通过本研究 , 作者认为沙海蜇在渤海海域发源

地主要集中于辽东湾, 在湾南大连近岸海、秦皇岛近

岸, 以及湾北都有分布, 6月初逐渐显现。渤海中部、

莱州湾、渤海湾所出现的沙海蜇并非本地种, 很可能

是在海流作用下由辽东湾或其他源头漂流至此。 

3.1.3  海蜇与多管水母    海蜇属暖水性大型水母, 

幼体多栖息于河口咸淡水交汇海域(李培军等, 1988; 

Dong et al, 2009)。本次调查中, 所采集到的海蜇出现

在站位(39.73°N, 120.24°E) (图 3c), 位于秦皇岛外侧

海域, 伞径为 5.5cm。海蜇作为我国具有很高经济价

值的渔业资源, 总体来讲, 在渤海的自然资源量下降

明显, 渤海湾、莱州湾海蜇资源难以形成汛期(纪灵等, 

1994), 只是零星出现 , 长期对海蜇资源进行增殖放

流 , 使得辽东湾成为尚能形成海蜇集中渔汛的代表

性渔场(姜连新等, 2007)。多管水母在本次调查中只

采集到一只, 出现在大连瓦房店外侧海域(图 3d), 伞

径为 7cm, 渤海其他海域未见。 

3.2  渤海与黄东海海月水母、沙海蜇对比 

海月水母与沙海蜇在我国近海分布较广 , 在统

计历史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对两种水母在渤海与黄、

东海的生长进行了对比。黄海海月水母的报道多见于

胶州湾, 据万艾勇等(2012)于 2009 年调查时发现海

月水母碟状体在胶州湾 4月份开始出现, 到 6月份达

到高峰 , 6 月上旬伞径为 (8.74±1.72)cm, 下旬可达

(15.21±4.29)cm; 2010 年 6 月中旬海月水母伞径可达

(11.5±2.5)cm (表 1); Wang等(2015a)在 2011年对胶州

湾调查时报道 , 海月水母幼体在 5 月下旬伞径为

(0.97± 0.2)cm, 7月初可达(16.2±1.8)cm。而王彬等(2012)

在 2009—2011 年对辽东湾北部调查时发现, 5 月下旬

未见海月水母幼体, 到 6月下旬伞径只有 5—10cm; 同

样, 本次调查发现 6月份渤海所出现的海月水母伞径多

数在 10cm以下, 最大个体也不过 12cm, 渤海湾东南部

海月水母伞径只有 1.5cm。因此, 胶州湾海水母发生时

间要早于渤海, 且在同一月份伞径要高于渤海。 

6月份黄海与东海北部沙海蜇发生时间同样要早

于渤海 , 且同期伞径明显要大(表 1)。据程家骅等

(2004)报道, 2003年 6月中旬东海北部沙海蜇伞径可

达 40—50cm, 2004 年可达 50—70cm; 据 Zhang 等

(2012)在 2007年调查时报道, 5月份在南黄海、东海

西北部均有沙海蜇分布, 到 6 月份其伞径可达 30cm

以上; 李建生等(2009)报道 2008年 6月中旬在东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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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月份前后东海北部、黄海以及渤海各海域海月水母、沙海蜇、海蜇、多管水母、霞水母伞径大小历史记录 
Tab.1  previous studies of diameters of Aurelia sp., Nemopilema nomurai, Rhopilemaes culentum, Aequorea spp., and Cyanea spp., in 

the Yellow Sea, northern East China Sea, and Bohai Sea in June, 2018 

水母种类伞径(cm) 
调查时间 调查海域 

海月水母 沙海蜇 海蜇 多管水母 霞水母 
文献 

2000.05下旬、6月 长江口、舟山渔场 — — — 14 25 周永东等, 2004 

2001.05—08 浙江中北部近岸海域 — — — — 20—50 周永东等, 2004 

2003.06中旬 29.5°N以北附近海域 — 40—50 — — — 程家骅等, 2004 

2004.06.16—26 东海海域(28°—34°N) — 50—70 — 20—25 45—60 程家骅等, 2005 

2006.06 长江口附近海域 — 32.2±3.4 — — 18.2±12.7 Zhang et al, 2012

2007.05 
黄海南部、 

长江口附近海域 
— 7   16.0±6.3 Zhang et al, 2012

2008.06中旬 东海北部 — 10—51 — — — 李建生等, 2009 

2009.06.20 胶州湾 12.53±5.74 — — — — 未发表数据 

2010.06中旬 胶州湾 11.5±2.5     胶州湾调查数据 

2011.05.22—07.2 胶州湾 
5月底 0.97±0.2,

7月初 16.2±1.8
— — — — Wang et al, 2015a

2012.06 
黄海南部、东海 
(27.42°—37.00°N, 
120.50°—124.50°E) 

— 32±20 — — — Sun et al, 2015 

2013.05 江苏沿岸 — 1—2.5 — — — Sun et al, 2015 

2013.06 
东海北部 
30°—32°N 

— 32±20 — — — Sun et al, 2015 

2015.05 
黄海、东海北部 
(30°—39°N) 

— 12.7 ± 6.20 — 
东海北部

11.67±4.32;
黄海 7.74±3.65

40±14.17 左涛等, 2016a 

2005.06中上旬 辽东湾北部海域 — — — — 水母幼体 姜连新等, 2007 

2006.06上旬 辽东湾北部海域 — 2—10 2—3 — — 王彬等, 2010 

2009, 2010.06中旬 辽东湾 — 6—12 4—6.2 — — 王彬等, 2013 

2009, 2010.06下旬 辽东湾 5—10 18—27 11.3—11.4 — 5—10 王彬等, 2012 

2013.06初 秦皇岛附近海域 5 — — — — 郑向荣等, 2014b

2013.07 秦皇岛附近海域 20—30 — — — — 郑向荣等, 2014b

2018.06 渤海海域 5.52±2.65 14.39±8.95 5.5 7 — 本研究 

注: ”—“表示本次调查未发现或者没有该种水母记 

 
部沙海蜇伞径范围在 10—50cm。而在辽东湾最早的

沙蜇发现记录是在 6 月上旬 , 此时沙海蜇伞径在

2—10cm, 而到 6月中旬伞径也只有 6—12cm (王彬等, 

2010)。本次调查发现, 在渤海海域沙海蜇伞径大小分

布具有不均匀性 , 辽东湾海域沙海蜇平均伞径只有

(12.15±6.25)cm, 在秦皇岛外海位采集到的沙海蜇伞

径均值甚至不足 5cm, 而在莱州湾与渤海湾交界海域

出现的沙海蜇其伞径均值在 17—34cm, 最大可达

47cm (图 5b), 但从总体来看, 黄海、东海北部沙海蜇

种群出现时间要先于渤海沙海蜇种群。 

作者认为海月水母、沙海蜇发生时间与伞径最大

值的出现期, 随着纬度增加均有推迟的现象。温度对

水螅体横裂、水母体生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纬

度升高温度降低 , 这可能是导致水母发生时间推迟

的主要原因。另外, 浮游动物的组成在黄、东海与渤

海有很大差异(代鲁平等, 2016), 这为水母提供了不

同的饵料环境 , 饵料差异不仅能够影响水螅体阶段

的分裂生殖(Wang et al, 2015b), 对于水母体的生长

发育更会产生很大影响, 这也可能是导致黄、东海与

渤海水母种群差异的原因之一。 

4  结论 

2018年 6月海月水母、沙海蜇、海蜇、多管水母

在渤海均有分布, 但以海月水母、沙海蜇为主。总体

来讲, 6月份渤海海月水母分布主要集中于渤海湾东南

侧海域, 辽东湾海月水母主要出现于湾南, 各海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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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水母伞径均较小, 多为水母幼体; 沙海蜇分布广泛, 

但其密度分布与伞径分布具有不均匀的特点, 辽东湾

为沙海蜇密度高值区, 但其伞径较小, 渤海湾与莱州

湾外侧海域沙海蜇密度虽小, 但伞径要显著大于辽东

湾; 海月水母、沙海蜇在渤海发生时间要晚于黄、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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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GIANT JELLYFISH IN THE BOHAI SEA IN JUNE 2018 

WANG Peng-Peng1, 2, 3, 4,  ZHANG Fang1, 2, 4,  SUN Song1, 2, 3, 4, 5,  YANG Tao6 
(1.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2. Laboratory of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ilot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Qingdao 266071, China ;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4. Center for 
Ocean Mega-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5. Jiaozhou Bay Marine 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6. Key Laboratory for Fishery Resour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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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species compositions and distributions of large jellyfishes in the Bohai Sea, a comprehensive 

fishery survey was designed and conducted onboard R/V Zhongyuke in June 2018. Jellyfish were sampled using a bottom 

trawl at 47 stations. The dominant large jellyfish species, their diameter size, and biomass were record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urces of jellyfish included Aurelia coerulea, Nemopilema nomurai, Rhopilema esculentum, and Aequorea sp., of 

which only one individual of R. esculentum and Aequorea sp. was collected. A. coerulea occurred frequently in the Bohai 

Sea, but the diameters were mostly <10cm in all sampling stations. The peak abundance of A. coerulea was in the southeast 

of Bohai Bay [38—221.21ind./(net·h)]. A. coerulea in the Liaodong Bay occurred mainly in the south of the bay. We 

speculated that there may be multiple sources of A. coerulea in Bohai Sea, e.g., Laizhou Bay and the border coastal water 

of Bohai Bay, the offshore regions of Hebei Province and Dalian, and the northern Liaodong Bay. The peak abundance of N. 

nomurai was found in the Liaodong Bay [(35.32±21.64)ind./(net·h)], while the mean diameter was only (12.15±6.52)cm. In 

contrast, although the abundance of N. nomurai between Bohai Bay and Laizhou Bay was <20ind./net·h, the diameter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Liaodong Bay, and the maximum diameter was (33.86±7.40)cm. A. coerulea and N. 

nomurai in the Bohai Sea occurred later than in the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Key words    Aurelia coerulea;  Nemopilema nomurai;  jellyfish bloom;  Liaodong Bay; Laizhou Bay;  source of 

jellyfish bloom 


